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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7年1月，我国又提出《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到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鼓励发展对外

文化贸易，旨在以文化产品作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以及对文化的日益重视，文化产品贸易正逐渐成为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报告（2005）[1]将文化产品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其中核心文化产品是指能够体现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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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选用 199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32个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数据，借助

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指数并结合前人的方法构建两种文化距离变量，从总体和分类的核心文化产品角

度检验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总核心文化产品、分类的印刷品和视觉艺术，由于

在一定文化距离范围内，多样化产品增加需求；超出一定范围，交易成本减少需求，因而文化距离与文化产

品贸易呈非线性关系。由此引申出路径选择：我国应打造特色品牌文化产品并加大对处于文化距离最优值

左侧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通过个体自媒体传播中国文化来努力缩小与处于文化距离最优值右侧国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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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差异的文化产品。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1]的统计结果，在 1996-2015
年间，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由13.60亿美元增长到199.43亿美元，增长是举世瞩目的。

现有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影响文化产品贸易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文化差异与文化产

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本文将借助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指数并结合前人的方法构建

两种文化距离变量，从总体和分类的核心文化产品角度检验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探

讨两者的关系，力争为文化交流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国内外有关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和趋势研究（曲如晓等，2015；杨
连星和侯亚景，2016）、文化产品贸易竞争力研究（Marvasti & Canterbery，2005；方慧和尚雅楠，2012；罗
立彬等，2013）和文化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Melitz，2008；Gokmen，2016；刘杨等，2013）。关于文化

贸易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运用引力模型的方法（Marvast & Canterbery，1994；Schulze，
1999；Lohmann,2011；刘欢和冯帆，2015），也有少数学者运用了垄断竞争模型（刘杨等，2013；戴翔，

2010），得出的结论大致是进出口国GDP、制度距离、技术发展水平、语言、宗教、区域经济组织等对文

化产品贸易有显著的影响（White & Tadesse，2008；Zhou，2011；臧新等，2012；曹麦等，2013）。文化因

素由于其复杂性，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文化产品独有的属性使得文化相近

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更容易发生国际贸易，即“文化亲近”（Cultural Proximity）。这一概念由 Straubhaar
（1991）提出。他认为两国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相似性越大，会越容易进行文化产品

的贸易。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亲近度可以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臧新等，2012）。拥有相似的语言能

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因为相似的语言意味着国家间有共同的文化或历史渊源。例如，巴西人广

泛地使用葡萄牙语，因为巴西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长达300多年。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

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效用价值降低，即“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Hoskins and Mirus（1988）首次提出此概念，认为当一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时，会因为文

化风格、宗教信仰及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吸引力下降，产生文化折扣现象。文化折扣对于

影视剧产品的影响更大（Lee，2009；Fu and Govindaraju，2010）。国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模型实证检验了

文化折扣对于美国电影占据国际文化市场主导地位的解释力（Hanson and Xiang，2009；Marvasti and
Canterbery，2005）。在影视文化产品中，字幕、口音以及语言所辅助的手势、肢体语言，都可以引起文

化折扣现象。美国影视产品之所以称霸世界，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低文化折扣度密切相关（江凌，

2015）。反映两国间文化差异的文化距离会阻碍文化产品贸易，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增加经济交流

的难度，文化背景差异不利于跨国界的市场活动（Elsass and Veiga，1994；Tadesse and White，2008；刘

杨等，2013）。从总体上来看，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出口有消极影响；但是如果分样本国、分文化维度

来看，文化距离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不一（许陈生和程娟，2013；田晖和颜帅，2015；刘欢和冯帆，

2015）。有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使得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为消费者所选择，这刺激了对于文化产品的需

求，对文化贸易起着积极作用（Chan-Olmsted et al.，2008；Disdier Head & Mayer，2010，a，b，曲如晓和韩

丽丽，2010）。

回顾以往文献，我们发现文化差异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是线性的、单向的：一方面，文化差异

的存在提高了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会间接地降低需求，进而减少出口贸易流量；另一方面，文化差异

[1]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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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得创造多样化的产品成为可能，从而促进消费，增加出口贸易流量。这两种效应对文化产品贸易

的影响方向相反，因而有必要从经验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文化差异对总文化产

品出口的影响，对文化产品分类分析的研究较少，而且对于文化距离的测度多是固定的不随时间而变

化。因此，本文在文化距离的测算中加入建交年数，引入文化距离的二次项，系统考察文化异同对中

国与沿线国家间核心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

三、模型选取及变量构造

1. 模型选取

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1962）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将贸易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和地理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对双边贸易量的分析。基本形式如下：

Tij= AYiYj

Dij
（1）

其中，Tij=双边贸易额；A=常数项；Yi=i国GDP；Yj=j国GDP；Dij=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将上式取对

数并进行调整后的形式为：

lnTij=α0+α1lnYi+α2lnYj+α3lnDij+μij （2）
其中，α0为常数项，α1、α2、α3分别是对应的回归系数，μij是标准随机误差。

2. 扩展的引力模型

本文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收集1995-2014年中国对32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额的面板数据，将

文化距离、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地理距离、是否有共同语言、是否有共同边境和是否属

于同一贸易组织等考虑在内。考虑到当期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文化距离、国家的国

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对于出口额使用当期数据，对于文化距离、国家的国民生产总

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使用滞后一期的数据，构建模型如下：

ln(EXcjt)=α+β1ln(CDcj(t-1))+β2(lnCDcj(t-1))2+β3(lnGDPc(t-1))+β4(lnGDPj(t-1))+β5(lnPCGDPc(t-1))+β6(lnPCGDPj(t-1))
+β7(lnDistcj)+β8Comlangcj+β9Contigcj+β10APEC_WTOcjt+μcjt （3）

其中：EXcjt代表中国对样本国历年的文化产品出口额；CDcj(t-1)代表中国和样本国的文化距离；GDPc(t-1)

代表中国历年的GDP；GDPj(t-1)代表样本国历年的GDP；PCGDPc(t-1)代表中国历年的人均GDP；PCGDPj(t-1)

代表样本国历年的人均GDP；Distcj代表中国和样本国的地理距离；Comlangcj为虚拟变量，代表有无共

同语言，以官方语言为准；Contigcj为虚拟变量，代表有无共同边境；APEC_WTOcjt为虚拟变量，代表样本

国与中国是否同属于亚太经合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本文采用传统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估计。

本文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2005），采用HS96分类法，将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分为 5大类、

29小类，5大类分别是：文化遗产、印刷品、音乐和表演艺术、视觉艺术、视听和视听媒介。在UN
Comtrade 中选取 1995-2014 年的我国对 32 个国家出口的这五大类产品数据。中国及样本国的

GDP、人均GDP均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1]，单位为现价国际元；中

国与样本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有无共同边境的数据来源于CEPII的GeoDist数据库；有无共同

语言数据来源于CEPII[2]的Language数据库；是否同属于亚太经合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来源

于相关网站。

[1]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
[2]CEPII数据库，http://www.cepii.fr/CEPII/en/bdd _modele /bd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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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量构造

参照既有研究的惯常做法，我们基于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来构造文化距离，并对数据进行筛

选。Hofstede最新的文化维度[1]有六个，分别是：（1）权力距离（pdi），（2）不确定性的规避（uai），（3）个

人主义/集体主义（idv），（4）男性化与女性化（mas），（5）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towvs），（6）自身放纵与

约束（ivr）。目前，“一带一路”横跨中亚、蒙俄、东南亚、中东欧、南亚以及西亚、中东等六大板块，合计

65个国家（包括中国）。我们剔除了六维文化维度有缺失值的国家，故最终有中国和其他32个国家。

六个文化维度的数值见表1。
表1 各个国家的六维文化值及文化距离

国家
中国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越南

孟加拉
阿尔巴尼亚

印度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菲律宾

捷克共和国
巴基斯坦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马来西亚
俄罗斯
黎巴嫩
泰国

乌克兰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伊拉克

爱沙尼亚
约旦

斯洛文尼亚
希腊

立陶宛
伊朗
波兰
埃及

匈牙利
拉脱维亚

pdi
80
78
74
70
80
90
77
100
70
73
94
57
55
86
90
100
93
75
64
92
95
66
95
40
70
71
60
42
58
68
70
46
44

idv
20
14
20
20
20
20
48
52
30
33
32
58
14
25
30
26
39
40
20
25
25
37
30
60
30
27
35
60
41
60
25
80
70

mas
66
46
48
40
55
80
56
100
40
40
64
57
50
43
42
50
36
65
34
27
60
45
70
30
45
19
57
19
43
64
45
88
9

uai
30
48
8
30
60
70
40
51
85
80
44
74
70
92
90
36
95
50
64
95
80
85
85
60
65
88
100
65
59
93
80
82
63

ltowvs
87
62
72
57
47
61
51
77
69
58
27
70
50
52
52
41
81
14
32
55
36
46
25
82
16
49
45
82
14
38
7
58
69

ivr
24
38
46
35
20
15
26
28
16
33
42
29
0
28
20
57
20
25
45
18
52
49
17
16
43
48
50
16
40
29
4
31
13

KSI
—

0.700
0.798
0.801
0.949
0.980
1.029
1.553
1.583
1.628
1.827
1.960
1.975
1.999
2.023
2.055
2.125
2.327
2.470
2.571
2.604
2.621
2.635
2.787
2.850
3.168
3.181
3.222
3.239
3.241
3.736
4.239
4.241

EDI
—

2.050
2.188
2.193
2.386
2.425
2.485
3.053
3.082
3.125
3.311
3.429
3.442
3.464
3.484
3.512
3.570
3.736
3.849
3.927
3.953
3.966
3.976
4.089
4.135
4.360
4.369
4.397
4.408
4.410
4.734
5.043
5.045

数据来源：Hofstede官方网站最新六大文化维度数据；KSI、EDI分别由公式（4）、（5）计算而得，不加入建交年数。

[1]Hofstede官方网站，https://geert-hofstede.com/countries.html

借鉴 Kogut and Singh（1988）和綦建红等（2012）构造文化距离的方法，我们将上述六个单维文化

指数合成如下两个反映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差异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CD1
cj =
∑
k = 1

6 é
ë
ê

ù
û
ú

(Cjk -Cck)2
Vk 6 + 1

Tc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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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和文化距离的描述性统计

总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
文化遗产出口额
印刷品出口额

音乐和表演艺术出口额
视觉艺术出口额

视听和视听媒介出口额
文化距离1
文化距离2

样本数
640
640
640
640
640
640
640
640

均值
23000000
13086.41
1821832
49724.8

18700000
2379061
2.328
3.655

标准差
60400000
99435.2
5691651
353165.3
50900000
9383369
0.964
0.822

最小值
0
0
0
0
0
0

0.716
2.066

最大值
669000000
1599447
56100000
5293182

574000000
107000000

4.491
5.295

图1 中国对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1995-2014年间
出口的核心文化产品额（百万美元）

CD2
cj = ∑

k = 1

6 é
ë
ê

ù
û
ú

(Cjk -Cck)2
Vk

+ 1
Tcj

（5）
其中，CD1、CD2均表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前者是基于Kogut and Singh（1988）构造方

法（KSI）的一个变形，后者则建立在毕达哥拉斯定理——欧几里得空间距离测算方法（EDI）的基础

上；下标 j、c和k分别表示沿线国家、中国以及国家第k个维度的文化指数，V表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某

一维度文化指数差值的方差，T表示中国与任一沿线国家间的建交年数[1]。由于Hofstede的国家文化

维度指数并未逐年更新，导致以往研究在利用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往往假定跨国间的文化差异不

随时间变化，而这显然有悖于现实情况（刘洪铎等，2016）。因此我们引入中国与沿线国家间建交年数

的倒数项1/Tcj，加入1/Tcj项表示中国与 j国的文化距离随着建交的推移而缩小，缩小的幅度也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递减，能较好地反映文化距离的动态变化。

我们从表1中可以发现，两种测度方法的差异在于具体的文化距离数值，而最终各国与中国文化

距离的远近排序都是一致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是与中国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埃及、匈牙利、

拉脱维亚与中国文化距离较远。

四、文化距离与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描述性分析

我们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报告（2005），将核心文化产品

分为五大类，分别是：文化遗产、

印刷品、音乐和表演艺术、视觉

艺术、视听和视听媒介。

由表 2可知，在五类核心文

化产品中，中国对视觉艺术产品

出口的最多，其次是视听和视听

媒介，文化遗产产品出口最少。

这是因为视觉艺术、视听和视听

媒介这两类产品较容易跨越语

言文化的障碍，因而中国在这两

类产品上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

（陈晓清和詹正茂，2008）。

从图 1中可以看出，中国对

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

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在 2008
年和 2013年前后出现了较大的

波动。比如中国对俄罗斯的核

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在2008年达到一个高点，这可能与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有关（金元浦，2008）；中

国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在2013年达到最大值。

[1]中国与各国的建交时间由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查询而得，中国外交部官网：http://www.fmprc.gov.cn/web/；这里中

国与塞尔维亚的建交时间为1955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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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中可以看出，对于样本国

家而言，当文化距离比较低时，中国

对其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集中在较

低的水平；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中

国对其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集中在

较高的水平；当文化距离进一步扩大

时，中国对其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又

集中在较低的水平。由此可知，文化

距离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可

能不是单一的正向或负向关系，我们

有必要探讨其非线性关系。

五、文化距离对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影响的计量分析

表4 文化距离1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

文化距离1
文化距离1的平方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样本国国民生产总值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样本国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
是否同属亚太经合组织
或世界贸易组织
地理距离
有无共同语言
有无共同边境
2008年虚拟变量[1]

2013年虚拟变量[2]

常数项

样本数
R2

组数
稳健的Hausman检验

总核心
文化产品
4.477
(4.220)

-19.261***

(4.310)
12.340
(7.954)
2.710*

(1.396)
-12.282
(8.223)
-0.509
(1.419)
-0.415
(0.259)

—
—
—

0.045
(0.087)
0.203**

(0.085)
-297.839*

(165.658)
594
0.804
32

47.512
P-value =
0.000

文化遗产
6.856

(17.335)
-7.573
(59.912)
11.030
(49.038)
-16.783***

(5.231)
-12.329
(51.780)
19.850***

(4.818)
0.238
(0.656)

—
—
—

0.581
(0.657)
1.663**

(0.676)
46.970

(1003.841)
113
0.443
19

163.818
P-value =
0.000

印刷品
16.849***

(3.753)
-23.690***

(4.043)
-43.294***

(11.912)
0.107
(0.974)
47.583***

(12.548)
2.117**

(0.813)
-0.337
(0.305)

—
—
—

0.466***

(0.095)
-0.117
(0.088)

868.009***

(243.132)
562
0.774
32

135.594
P-value =
0.000

音乐和
表演艺术
27.245**

(10.950)
5.937

(15.551)
-17.216
(42.352)
-5.789
(9.272)
24.180
(44.351)
4.167
(7.285)
-0.611
(0.780)

—
—
—

407.988
(869.302)

144
0.229
26

28.903
P-value =

0.000

视觉艺术
7.450
(4.607)

-19.122***

(4.931)
27.186***

(9.418)
3.385**

(1.621)
-28.194***

(9.804)
-0.661
(1.574)
-0.327
(0.272)

—
—
—

-0.041
(0.083)
0.277***

(0.092)
-619.171***

(194.023)
591
0.789
32

50.757
P-value =

0.000

视听和
视听媒介
-19.309***

(3.520)
-0.912
(5.553)

-74.245***

(13.479)
1.976
(2.035)
79.136***

(14.080)
-1.116
(1.537)
-0.566*

(0.291)
—
—
—

0.273
(0.267)
-0.290
(0.312)
1,502***

(275.466)
504
0.327
32

82.048
P-value =

0.00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差，固定效应模型的R2为组内R2，此处稳健的Hausman检验指过度识别检验，报告的是
Sargan-Hansen统计量，*、**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3 文化距离与中国对样本国家核心文化
产品出口额的交叉列联分析

文化距离
（1）
(0,1]
(1,2]
(2,3]
(3,4]
(4,5]
总计
（2）
(2,3]
(3,4]
(4,5]
(5,6]
总计

(0,0.84]
27
45
47
27
14
160

(0,0.84]
34
62
50
14
160

(0.84,4.40]
22
39
53
23
23
160

(0.84,4.40]
27
64
46
23
160

(4.40,17]
19
37
64
37
3

160
(4.40,17]

23
78
56
3

160

(17,669]
27
24
75
34
0

160
(17,669]

36
77
47
0

160

总计
95
145
239
121
40
640
总计
120
281
199
40
640

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百万美元）

[1]中国的音乐和表演艺术产品在2008年没有出口到样本国家；下表同。

[2]中国的音乐和表演艺术产品在2013年没有出口到样本国家；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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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面板数据，其模型有固定效应（Fixed Effect Model，简记为 FE)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
Model，简记为RE)两类估计方法。本文第一步比较固定效应和混合回归模型，检验结果排除混合回

归的可能性；第二步，比较随机效应与混合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再次排除混合回归的可能性；第三步，

经过稳健的Hausman检验判断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总体和分类的核

心文化产品均应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4和表5）。由以上描述性分析我们可知2008年和2013年前

后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有较大的波动，因而我们加入了2008年和2013年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不随

个体而变但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回归结果如下：

可以看出，对于总文化产品、印刷品、视觉艺术的出口来说，文化距离的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

且文化距离2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然而，仅根据二次项的显著不能构成判断非线性关系存在

的充分条件，“这一条件太弱了，甚至有可能将单调的函数关系误判成曲线关系”（Lind & Melhum，

2007）。因此，本文还运用Utest对二次项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并在表 6中报告了检验结果及其转折

点。结果表明，文化距离与总文化产品、印刷品、视觉艺术的出口之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的曲线特

表5 文化距离2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

文化距离2
文化距离2的平方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样本国国民生产总值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样本国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
是否同属亚太经合组织
或世界贸易组织
地理距离
有无共同语言
有无共同边境
2008年虚拟变量

2013年虚拟变量

常数项

样本数
R2

组数
稳健的Hausman检验

总核心
文化产品
115.030***

(36.842)
-59.116***

(15.430)
11.997
(7.903)
2.717*
(1.396)
-11.903
(8.174)
-0.574
(1.424)
-0.409
(0.259)

—
—
—

0.047
(0.086)
0.203**

(0.084)
-349.609*

(174.296)
594
0.805
32

45.819
P-value =

0.000

文化遗产
53.582

(282.156)
-19.134
(177.801)
12.265
(46.193)
-16.814***

(5.222)
-13.607
(48.810)
19.884***

(4.840)
0.223
(0.639)

—
—
—

0.584
(0.652)
1.658**

(0.692)
-14.923
(879.253)

113
0.443
19

181.221
P-value =

0.000

印刷品
188.918***

(30.316)
-83.246***

(13.572)
-43.243***

(12.040)
0.072
(0.985)
47.542***

(12.690)
2.122**

(0.813)
-0.328
(0.304)

—
—
—

0.467***

(0.095)
-0.117
(0.089)

761.022***

(254.917)
562
0.774
32

146.610
P-value =

0.000

音乐和
表演艺术
68.822
(54.559)
-2.077
(37.679)
-17.221
(42.384)
-5.732
(9.234)
24.220
(44.389)
4.053
(7.208)
-0.606
(0.781)

—
—
—

348.453
(881.545)

144
0.229
26

28.740
P-value =

0.000

视觉艺术
129.773***

(40.626)
-62.974***

(17.327)
27.041***

(9.347)
3.412**

(1.626)
-28.033***

(9.733)
-0.729
(1.584)
-0.326
(0.271)

—
—
—

-0.040
(0.083)

0.277***
(0.092)

-685.306***

(196.293)
591
0.791
32

54.465
P-value =

0.000

视听和
视听媒介
-71.098**

(31.969)
13.876
(16.508)
-74.219***

(13.490)
1.985
(2.056)
79.104***

(14.093)
-1.120
(1.566)
-0.568*

(0.293)
—
—
—

0.272
(0.267)
-0.290
(0.312)

1553.357***

(281.571)
504
0.327
32

88.040
P-value =

0.000
表6 Utest检验结果

极值点
t值
p值

总核心文化产品
-文化距离1

1.123
2.720
0.005

总核心文化产品
-文化距离2

2.646
1.870
0.036

印刷品
-文化距离1

1.428
4.550
0.000

印刷品
-文化距离2

3.111
4.750
0.000

视觉艺术
-文化距离1

1.215
2.900
0.003

视觉艺术
-文化距离2

2.801
2.260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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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一开始，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消费者追求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本国的文化产品不能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消费者会购买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来弥补本国文化产品所不能满足的那部分需求，本国

文化产品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因而文化距离对于文化产品出口表现出积

极的促进作用；而超出一定范围之外，随着文化距离的扩大，文化差异也在加剧，消费者对于与本国文

化差异大的文化产品的理解能力有限，其接受能力也有限，消费者会转而购买本国的文化产品，减少

对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消费，即消费者用本国的文化产品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因而文化距离

对文化产品出口表现出消极的抑制作用。比如，2014年，HS96编码为 9701的中国印刷品（油画、绘

画、蜡笔画、拼贴画）出口到印度尼西亚和匈牙利的数额分别为5526972、10656美元，这是因为中印文

化相通，印度消费者会选择欣赏中国绘画来满足自己多样化的需求，而匈牙利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较

大，匈牙利消费者对于中国绘画的理解能力有限，因而他们会减少对中国绘画的消费。对于文化遗产

来说，文化距离对于其出口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是因为文化遗产出口到的样本国太少（仅有19个样

本国家进口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出口额较低，且样本国的文化距离1大多在2-4之间，变异较小，因而

文化距离的作用表现的不显著。对于音乐和表演艺术来说，文化距离对其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

能是因为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出口额较少且出口到的国家集中在文化距离较低的范围内（文化距离1
在3以下），因而表现出积极的作用。对于视听和视听媒介来说，文化距离对其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这与许和连和郑川（2014）得到的结论相一致。

比较表6报告的转折点与各个样本国家的文化距离数据，我们发现，对于总体核心文化产品和视

觉艺术而言，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的文化距离位于最优值左侧，其他

国家则位于最优值右侧；对于印刷品而言，阿尔巴尼亚、孟加拉、保加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斯洛伐克、越南的文化距离位于最优值左侧，其他国家则位于最优值右侧。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应该区别看待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实施有针对性的

措施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

（1）针对文化距离位于最优值左侧的国家，文化差异可以促进我国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印度尼

西亚、新加坡、越南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相对较小（见表2），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难

度不大，我国只需在巩固已有传播成效的基础上，侧重现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中国当代的文化符号，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与人们思想道德情感的契合点，比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与六维文化中的自身放纵与约束（见表 1）巧妙结合，共同对自身行为进行约

束。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充分展示和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来实现传统文化元素与核

心价值理念的对接。对于消费者来说，品牌往往成为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关键要素。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品牌内涵，充分利用中国美食、中国功夫和中医等传统文化元素，比如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功夫的代表性人物成龙等的形象融入到小雕像等视觉艺术的制作过程中，适当地添加现代元素，

通过转换内容和形式的表达，在尊重外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利用外国人能够听懂的语言习惯和思维

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核心价值理念，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在这些国家的认可度，扩大其影响力

和辐射力。

（2）针对文化距离位于最优值右侧的国家，文化差异会抑制我国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因此应该

努力缩小中国与其的文化距离。对于埃及、匈牙利、拉脱维亚等这些与中国文化差异相对较大的国家

（见表2），应主张文化多元，和而不同，在平等的基础上，增进互相理解和沟通，更加注重引起当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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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共鸣而非排斥。从文化传播主体上看，应结合好文化的主流硬传播与个体的软交流。主流的硬

传播主要从政府及有关机构的角度出发。政府部门要将文化走出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选择性

地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注重对国外文化市场的调研和分析，科学定位市场需求，以进一步确定

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制定。我国文化遗产产品出口最少（见表3），对文化遗产的需求其实可以一定程

度上反映对该国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因此有必要从政府层面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政府部

门、私人机构和半公共机构根据自身的条件提供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支持，比如设立海外中国文化中

心、孔子学院，举办文化节、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讲故事的形式讲给

外国友人听，满足国外不同群体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和需要，减小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阻力并增强自

身的吸引力，提高外国民众对中国文化产品的接受能力，刺激外国消费者对文化遗产的需求，以促进

文化遗产的出口。

个体的软交流则是以人为媒介。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个体传播不失为一种有效

的方式。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主流媒体”的声音逐渐变弱，人们倾向

于在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站表达自己的意见，传递信息也比较自由。为此，我们除了充分重视

和发挥华人广布全球的独特优势，启动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机制，将国家推广和民间交往结

合起来，发挥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之外，还应积极鼓励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主动运

用自媒体平台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大力支持海外侨胞开展中外人文交流。除此之外，要高度重视外

国留学生教育，不仅让他们获得专业学术上的知识，也要注意向他们宣传中国文化，充分发挥他们作

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从而在内外两方面消除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的消极影响。

综合上述两方面，结合近期我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持续

推进文化交流，从而改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贸易：

一是政府主导和平共处。1954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14年习近平通过提出“六个

坚持”，即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

赋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时代含义。“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要构建以合作共

赢为核心、和谐共处为原则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在尊重各国

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

适当地强调六维文化中的集体主义（见表1）。这主要需要政府进行引导，要注意借外国媒体来展示

我国的价值观和发展成就，注意采取他国接受的话语体系和符号，以提高宣传效果。强调“和平发

展”，正面诠释社会主义“民主”、“人权”，增强对他国受众的传播有效度。

二是以产业为抓手建设新文化经济体。文化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中坚力

量。文化消费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市场的力量。文化企业根据市场的规律进行自我调整，如

文化产品的丰富、营销模式的转变、新人力资源的培育、市场的拓展、各类消费模式的集聚、综合性产

业链条的形成等，这些使得企业自我能够把握市场的走向和脉动。我国对于视觉艺术产品出口最多

（见表 3），要充分利用新科技将这一优势继续保持下去。文化企业应充分运用高新技术，开拓大传

媒、多介质形态的新媒体和创意产业领域，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注入新的理念、推出新的形式，增强

审美性、艺术性和贴近性。同时，搭起优质内容充分积聚、立体开发、多元运营的平台和机制，加快培

育市场化、专业化的营销主体，构建符合市场运作规律、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和营销体

系，全面提高文化产品营销能力。将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移动

互联网不仅以创新形式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同时又可以催生出许多文化新产品、新业务、新模

式和新业态，从而持续激发文化生命力、增强文化感染力、提升文化传播力。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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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坚持“内容为主”，大力实施文化精品战略，推动内容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内容产业发

展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内容产品的品牌价值和附加值。文化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创新，而品牌则是

创新能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在文化出口促进体系建设中，要持之以恒地将支持企业文化品牌建设

作为核心工作来抓。要从自身的优势出发，在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中国特色或中

国元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品牌，提升其文化内涵以及在国际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三是建设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文化交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要积

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参与到合作中来，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建

设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运用自媒体的人文合作新平

台。启动“增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国际智库合作项目”。民间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首先要立足于

彼此间的民心沟通。从民间的角度，在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下，建立开放包容的沿线国家民

间组织交流合作的网络，以加深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促进彼此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而营

造对“一带一路”、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氛围。通过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加强经贸、科

技、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民间的形式，为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利好，充分释放互

联互通的积极效应，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让普通民众从贸易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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